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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１１

　　摘　要：国共两次合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对政党制度的重要
尝试，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最终建立提供了扎实基础和宝贵经验。两次国共合

作的特点各有不同，第一次主要是党内合作、抱团取暖、互相帮助；第二次主要

是党外合作、谈判协商、合作与斗争并存。对两次合作的因由、特点、作用进行

再探究，以及对在此期间的介于国共两党的中间性党派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加

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新型政党制度创立、坚持和践行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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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决定着这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走向和未来。回首我国近代百

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无数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为建立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进行了艰

辛探索。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入侵，东西方传统文化激烈碰撞，清政府被迫进行君主立

宪制的初步尝试，但很快被辛亥革命的大潮所湮没；２０世纪初，孙中山在推翻帝制后

仿效西方国家建立共和并实行多党制，终被封建势力复辟；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

期的两次“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激化矛盾而破裂，最终证明没有领导核心，合作必



定难以为继；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

代发展潮流，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给中国带来了光明前景。

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是适合

我国国情的，也正是因为植根于中国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有机结

合，得到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理论的丰厚滋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才一步

步茁壮成长，展现出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和旺盛的生命力。

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爆发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４０年时间

内，出现两个政党集中产生期，第一个是民国初年，第二个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

日战争取得胜利的２４年间。本文以第二个政党集中产生期为背景，对其间进行的两次

“国共合作”进行探究，原因是这个时段产生的中间性党派及两次“国共合作”，是对政党

制度的重要探索和尝试，也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最终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

一、第二个政党集中产生期背景下的中间性党派梳理和基本启示

在第二个政党集中产生期，先后出现了二三十个大小政党和政治派别。因规模与

国共两党差距较大，我们统称其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性党派，中间性党派又可大

致分为两类：最终选择了正确道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一类，后也被称为民

主党派；最终彻底投靠国民党，沦为附庸的为另一类。我们对其中的一些典型代表进行

梳理，观察他们的发展轨迹，可以得出一定的启示。

（一）最终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中间性党派

１．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由中国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

启超等４８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于１９１７年５月。该社以研究和推

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责，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改革的先行者。“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职业教育社逐步演变成政治团体，开始积极致力

于抗日救亡和民主宪政运动。１９４１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１９４５年，又与

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

２．中国致公党。以海外华侨、归侨为主要成分，前身为洪门致公堂。１９２５年１０月，

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１９３１年在香港

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反蒋抗日，决定在香港设立致公党总部。抗日战争开始后，

致公党号召党员抗日，并发动华侨积极支持祖国抗战。１９４７年５月，在香港举行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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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和告海外侨胞书，提出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

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３．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１９３０年８月，邓演达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上海创立农工党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

“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改党名为中

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提出在“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

站在一边”［１］７２，最先响应《八一宣言》。抗战期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其

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和组织力量。１９４７年２月，在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易党名为中国

农工民主党。１９４８年５月，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４．乡村建设派。原为乡村建设协会，由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形成的从事乡村运动的地

主资产阶级改良派组成，主要分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村治派”和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

教派”。目的是实行乡治，开展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但收效甚微。抗战中期，该派参与发

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民盟三党三派中的一派。

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该

会以上海文化界及其他各界救国会为核心，建立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

亡组织。１９４１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民盟中的左翼。１９４５年１０月，

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１９４９年９月，参加新政协，年底宣告解散，成员大部分加入

民盟或保留盟籍。在其１４年的发展历史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１９４１年３月，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成为国共以外的各抗日

党派的政治联合体，俗称三党三派，即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

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及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

１９４４年９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参加，因此去掉

“政团”二字，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在１９４６年政协会议的斗争中，民盟同中国共产党

密切合作，互相配合，成为我国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二）彻底投靠国民党，沦为附庸的主要中间性党派

１．中国青年党。该党信奉国家主义，也被称为国家主义派，因曾创办《醒狮》周刊，

又名“醒狮派”。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日在法国巴黎成立，宣传国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主要发起人有曾琦、李璜、李鲁之、李不韪等。“九一八”事变后，该党提出

“政党休战”的主张，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属民盟中的右翼。抗战胜利后，

从中国民主同盟中分化出来，彻底依附国民党政权。

２．中国国家社会党。该党由一个老牌政客集团沿革而成，与维新派保皇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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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研究系及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再生社一脉相承。１９３４年４月，再生社在天津召开第

一次代表大会暨国社党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成立。该党从超阶级的国家本位和民族本

位出发，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属民盟中的右翼。１９４６年８月与在

海外同属一个历史系统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改名为中国民主社会党。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与

青年党一起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国民大会”，被中国民主同盟开除。

（三）基本启示

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

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随着基本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阶级力量的分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逐步形成了三种类型的政党，即从１９２７年起快速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

中国国民党，始终不渝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反映民族资

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与愿望的中间性党派。这三种类型党派的发展和演变，以

及各自的特点和相互关系，是对中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内在规律的集中展示。当时中国正

处在国家不统一、独裁专制横行、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状态，造成了中间性党派虽然众多，

但却不能形成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形势。严酷的斗争现实，迫使中间性党派只能根

据各自纲领，在国民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之间作抉择。

而中间性党派的产生和发展，则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格局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过程及相关启示

（一）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原因

１．中国共产党需要强有力的同盟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其中

有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代表的胜利，也有如京汉铁路大罢工遭镇压，即“二七惨案”的失

败。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有强有力的同盟者。１９２２年６月，

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

的民主派”，主张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

联合战线”［２］１３３。同年７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明确提出“在先进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

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

功”［３］１５。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广泛的联合战线构想，为国共合作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准

备。此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别拜会孙中山，尤其是李大钊多次同

孙中山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曾对李大钊说：“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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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一面做共产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国民党）帮助我。”［４］６１此外，共产国际也指示中国共

产党要进一步加强同国民党的合作。

２．国民党改组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启发，经历两次斗争失败的孙中山逐渐认识到要振兴国民党，必

须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也必须改变依靠一个军阀打另一个军阀的传统做法。他邀请李大钊

等一批共产党员在保留共产党员党籍的情况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对国民党进

行改组。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

三民主义。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接受共产党员

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新当选的２５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

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在１７名中央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员有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

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大会宣布党内改组完成，正式

进入中国国民党阶段，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的革命联

盟，成为当时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核心力量，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

式形成。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经过平定商团叛

乱、两次东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国民政府。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破坏和共产党的右倾主义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失败的主

要原因，而这两点也是相伴相生、紧密联系的。

１．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破坏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让步

国民党虽经改组，但实际分左、中、右三派，并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各持不同态度。

其中，右派从国民党一大起就一直反对共产党的加入，他们提出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

入他党”的条文，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企图破坏以国共合作为

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反对共产

党的问题上更加明目张胆。是年１１月，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老右派分子，在北京西

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大肆诬蔑国共合作，破坏革命统一战

线，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在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

开。到会代表２５６人，共产党员代表占１００人左右。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身份出席

大会，代表军事委员会作了军事报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在二届一次中央执委会上，

当选为９名常务委员之一。此次选举的结果对中国共产党非常不利。第一，３６位中央

执委中，共产党只占了９位，比原计划少一半；在２４位中央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只占８

７１第１期 李　响等：两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和关联再探究



位，而一些右派却纷纷当选，造成了中央执委右派势力大、中间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

势。第二，只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两人的党籍，其他人都被从宽处理，有的还当

选中央执委。周恩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

步，是政治上的让步。”［５］１１９从国民党二大开始，国共合作走上了下坡路。

２．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破坏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让步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的逐步扩大，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也加紧开

展反革命活动。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１９２６年３月，以

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给予强有力的回应。

周恩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是军事上的让步。”［５］１１９

３．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破坏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让步

１９２６年４月２日，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并在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５日至２２日召开

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员纷纷辞职，刘伯承辞去中央秘书处书

记、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毛泽东辞去宣传部长、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的职务。蒋介石

亲自接任了组织部长并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长，他的盟兄张人杰当选中央常务委员会主

席。会议还发布了对时局的宣言，决定北伐。周恩来说：“这是第三次大让步，党务上的

大让步。”［５］１２１

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断让步，让国民党右派更加穷凶极恶。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

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反动口号，与共产党公开决裂。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

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特点和相关启示

１．合作形式是党内合作。国民党不赞成党际合作，原因是如果进行党际合作，两党

至少要平起平坐，势必要争夺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因而国共两党采取的合作形式是，全

体共产党员在保留共产党员政治身份的基础上，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合作中保持

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而言，增加了其活

力，有助于对党的改造；对共产党人而言，获得了更好的发展平台，在国民党内大量充实

革命分子，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派，有助于其未来发展壮大。

２．合作特点是抱团取暖、互相帮助。从国民党的角度讲，其虽是一个大党，但要取

得全国政权，自身的能力还难以达到。在共产党的帮助推动下，旧三民主义转为新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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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成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并且随着新鲜血液的注入，国民党顺利完成了改造，成为

以反帝反封建为纲领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从共产党

的角度讲，成立之初不足千人、力量薄弱，又受到北洋军阀的打压，要想打开局面，与国

民党合作是一个明智也是必然的选择。国共合作后，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给共产

党创造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并给自己开辟了一条到农民中间去的道路。党员

人数迅速增长，从１９２５年１月的９９４人发展到１９２７年４月的５７９００人。

３．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在蒋介石筹划“四一二”

政变的过程中，原清末政学会建立的政学系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助其掌握军权并最

终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而共产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未能将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

中，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虽有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正如毛

泽东同志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

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运

动”［６］１７。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

义、广州起义，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

４．为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双方合作初期，孙中山十分重视发挥

共产党员的作用，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部分部门和地方组织中均有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

务，其实质是采取一党为核心的合作形式，国共双方既不是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也不是执

政与在野的关系，而是在一个局部区域联合执政的关系。确保一个核心的合作方式，客观

上对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提高战斗力、推动国民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也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和相关启示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契机和基础

１．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发表营造了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环境，争取了人心。

１９３５年，日寇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媚日卖国政策。在民族存亡之

际，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号召“全国各党派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

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

动，大家都应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

而奋斗”［７］１３。此号召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中间党派的积极响应，比如国民党临时行

９１第１期 李　响等：两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和关联再探究



动委员会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严重形势下，“为抗日

救国，应急起行动，要本着过去的精神，重振组织，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１］６７，继而积

极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也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２．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契

机。１９３６年１月，毛泽东、朱德等联名签署《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

体将士书》，表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

政府和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８］１３。此举感动了东北军将士，激发了

他们抗日反蒋、打回老家去的爱国情绪，为日后“逼蒋抗日”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迅速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赴

西安谈判，被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所采纳。１２月２４日，蒋介石认可谈判结果，被迫

接受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政治犯、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为第

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

３．中国共产党的“五项主张”“四项保证”为国共合作谈判奠定了基础。１９３７年２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

力，一致对外等五项主张，并作出四项保证。这既是从民族大局出发为加速实现对日作

战作出的适当让步，又坚持了原则，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保持绝对领

导权，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显示出极大的诚意，受到全国各党派和各界群众的热

烈拥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过程

最初谈判从１９３７年２月开始，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７年７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

党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蒋介

石、宋子文等，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举行多次会谈。但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第一轮

谈判并未达成实质上的协议。

“七七事变”爆发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率全体红军，向蒋介石发电报

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

战！”［９］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庐山举行会谈，并提

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和解放，实现民

权政治，制定宪法和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阐

明中国共产党为共赴国难、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宣言》疾呼：“寇深矣！祸亟

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团结啊！我们伟大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屈服的，为推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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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１０］但蒋介石仍未对抗日下最后决心，中国共产党的提议

再次被搁置。“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扬言３个月内让中国灭亡，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

受到威胁，蒋介石最终下定决心，正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１９３７年９

月２２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该

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特点

１．合作形式是党外合作。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但实际

上双方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在各自政党的领导下，各有地盘、有军队、有

政权并存的党外合作，抗日救国成为双方共同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在以团结抗日为

同一目标的基础上，各自为政，开创了“一国两制”的先河。

２．合作组织机构是国民参政会。蒋介石最初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的成立

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建议，但并未实际推进。后因全国人民及各党派和民主人士不断呼

吁，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进行部分改革，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民族革

命同盟的建议，并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容纳各党派并允许各党派代表议论国事的机

构。该机构虽然只是一个建议性、咨询性的机构，对国民党政府没有约束力，但是给中

国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然而，国民党的转变并不彻

底，始终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这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

展的严重障碍。

３．合作方式是谈判协商。因没有实质性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共同纲领，双方多采用

遇事协商，道义承诺比重颇大的“中国传统形式”合作。国共两党之间几乎所有的重大

矛盾和纷争，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可避免地诉诸谈判并通过谈判来解决。

直接谈判增进了两党对彼此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分歧，消解了矛盾，维系了两

党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

４．合作与斗争并存。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外，有着不同

的利益追求，矛盾与纷争不可避免，斗争的焦点主要有：第一，在国民参政会中对统一战线

领导权的争夺。因为国民党对中间性党派并不重视，给共产党提供了与中间性党派合作

的契机。在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在国民参政会通过共同提交提案等方式

密切合作，并借助聚餐会、座谈会、茶话会、拜访、谈心、祝寿等多种形式，加深对彼此的了

解。据《黄炎培日记》记载，从１９３８年５月到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各党派负责人与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之间各种形式的聚会有１２０次之多。正是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的、公开的舆论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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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国共产党联和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同国民党一党专政进行了不懈的斗

争。各中间党派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看到国民党顽固派对民主的摧残、对异己的迫害，同

时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和无私。为了抵抗蒋介石的打击，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各中

间党派在征得中国共产党的同意后，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形成第三者性质的政治联

盟，在支持中国共产党及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国共两党争夺各自势力范围的斗争。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共产

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斗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引起

了国民党的嫉恨，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国共两党关系几近

破裂。毛泽东明确指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

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１１］４０２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国

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加之各抗日党派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一

片声讨，国际上的美、英、苏等国也不同意国共分裂，使国民党顽固派一度陷入空前的

孤立。

（四）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的成果和启示

１．推动了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发展为全面抗战。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战场和以共

产党为主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相互协同，并在一定意义上相互独立，在人民的广泛参

与下，军民一家、同仇敌忾、英勇奋战，取得了近代中国抗击外来入侵者的首次彻底胜

利，洗雪了近百年的民族耻辱。历史证明，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仅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

出中国，而且为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作出了

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

２．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１９４２年１月，美、英、苏、中领衔签署２６

国《联合国家宣言》；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美、苏、英、中国共产党同签署莫斯科会议《关于普遍

安全的四国宣言》；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中国参加开罗会议，并与美国、英国联合发表《波茨坦

公报》；１９４５年，中国同美、英、苏一道发起建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初步

确立在国际上“四强地位”。美、英、巴西、比利时、加拿大等国相继发表声明，废除强加

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无论是四强地位的确立，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从根本上讲，

都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军民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

３．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全面成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彻底

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两手对两手”，斗争与合作并存，政治上思想上更加成熟。

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深刻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提

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到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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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成为拥有１２０万军队、领导１．５亿人口的

国内两大政治力量之一，政治影响力空前提高。

４．深刻影响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是两面

的：一方面，暂时结束了全国分裂的局面，各派政治力量拥蒋抗日的决心空前一致，国民

党政治地位和威信不断提高，组织发展积极推进，党员数量稳步增加；另一方面，在抗战

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又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限共、独裁等消极倾向明显增长，受

到广大民众的质疑和抵触，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同时，第二次国共合

作使中间党派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政治舞台，壮大了中间势力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

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和进步［１２］。

也有学者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类同于两党制。笔者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

西方两党制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通过竞选取得议会多数席位，

或赢得总统选举胜利，而轮流执掌政权的一种政党制度。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特定

的历史条件下，双方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民族的独立而采取的合作。在

国家政权层面上，合作由国民党来主导，共产党只是参与，目的是协调关系，一致对外。

在组织形式上，合作的双方不是对等的，国民党把共产党当作地方武装力量，可以参加

国民参政会的活动，提一些提案和建议。在制度建设上，国共两党只是“协定”，没有具

体的规定，更没有政党间详细的规则、制度来保障。国共两党虽然处于对立状态，但两

党间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而是有各自执政的区域。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

培养出两党制的土壤，没有形成西方两党制的基本要素，与西方的两党制有着本质的区

别，更谈不上是两党制的尝试。

四、结论

两次国共合作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第一次国共合作为第二次国共

合作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的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

双方抱团发展等一系列成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积累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第

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血腥屠杀的惨痛教训，提醒了中国共

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保持军队和政权的独立性。两次国共合作都面对着极其强大

的敌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北洋军阀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反抗

日本帝国主义又成为依靠单方力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合作规模上讲，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包括一切赞成抗日的阶级和阶层的合作，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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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民族性，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大

是大非面前，通过国共两党和各方的共同努力，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促成

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

成与发展，全国人民、各党派、各军队、各阶层人士及海外爱国华侨政治势力迅速集结在

保家卫国、抗日御侮的旗帜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

途的根本力量。中间性党派也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最终自觉接受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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